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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画像及铭文所见汉代“利后”思想探析∗

张 书 增　 　 　 高 二 旺

　 　 摘　 要：“利后”即对后代有利，这种思想在汉代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画像砖、画像石、铜镜、瓦当、带钩、丝
织物等各种物品上的吉语铭文都是其生动体现。 利后思想不仅是美好愿望的体现，更是汉代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念。 汉代“利后”思想的出现，与汉代社会家庭结构、灵魂信仰、入仕制度、商业发展等密不可分。 为了对后人有利，
汉代人通过祭祀、修建墓冢、辟邪、谨言慎行等行为来达到目的。 汉代倡导的以孝治国的主导价值观与流行于民间

的“利后”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国家制度和民间习俗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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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利后”，就是希望对子孙后代有利。 学界

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宜子孙” ［１］ 和

器物中吉祥用语的研究［２］ 。 “利后”思想与“宜子

孙”意识虽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需要进一

步探讨。 “利后”不仅仅是一种吉祥用语，更是汉代

人行事所遵循的重要理念。 正史中关于汉代“利
后”思想的文献记载较少，但一些画像砖石、铜镜等

物品上的铭文及图像中，“利后”思想却表现得非常

普遍。 通过总结汉代“利后”思想的外部表现形式，
分析其存在的社会背景，进而探究其对封建社会民

众生活的影响，对于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和增强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汉代“利后”思想在画像砖石与
器物铭文中的体现

　 　 １．汉代“利后”思想在画像砖石中的体现

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有不少与“利后”思想相

关的铭文。 如四川西昌市南坛乡出土的画像砖中，

有的上部刻菱形纹，下部刻“利后”二字，也有的上

部刻菱形纹，下部刻“王侯”二字［３］１４０。 这些文字

表达着先人希望后代子嗣能够获封王侯的美好愿

望。 同时，四川的画像砖中也有“延年益寿利后子

孙吉”“宜子孙长大吉利”“后人长乐”“宜子孙富贵

昌利后世寿命长”“宜子富贵”“后人千万”“大利子

孙”等铭文［３］１４０。 比如，在四川三台县出土有“子
孙高千”的铭文画像砖，成都武侯区出土有“永兴元

年刘鱼造宜子孙”铭文砖［４］ 。 四川的画像砖除了有

类似“利后”的铭文外，还有其他蕴含吉祥之意的砖

铭文，如二十四字砖，其铭文曰：“富贵昌，宜宫堂。
意气扬，宜兄弟。 长相思，毋相忘。 爵禄尊，寿万

年。” ［３］６７

在全国许多地方的画像砖中，刻有“利后”铭文

的有很多，如林格尔汉墓出土的铺地砖上，刻有“子
孙繁昌，富乐未央” ［５］ 的铭文。 三峡库区的东汉墓

砖上也发现有“吉”“利”“富”“贵”“富贵”“富贵昌

乐未央”“千万” “大吉昌” ［６］ 的吉祥铭文。 这些祝

福的文字大多是针对死者后人的，反映了他们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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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美好幸福生活的希冀。 河南漯河也出土了数块利

后类铭文砖，如“延寿富贵宜子孙” “宜子孙宜田

宅” ［７］ 。 云南昭通段家梁子砖室墓出土的砖铭记载

有“八千万侯”文字，贵州安顺出土的砖亦有“宜子

孙”铭文［８］ 。
不仅在画像砖中，在画像石、瓦当中也有表达

“利后”思想的铭文，如陕西米脂县官庄出土的画像

石中，画像中栏隶体阳刻“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

文明千万岁室长利子孙” ［９］ 。 陕西汉代的瓦当中，
有“大富”铭文，一些空心砖也有“日制千万” “长乐

未央”“甲天下”“常生无极”等铭文［１０］ 。
２．汉代“利后”思想在器物铭文中的体现

除了画像砖石铭文，汉代日常器物上也有不少

类似的文字。 如一些洗的底部，有“君宜子孙” “长
宜子孙”“宜子孙” ［１１］１４４等字样。 汉代一个博山炉

上，刻有“天兴子孙，富贵昌宜” ［１１］１５７的铭文。 汉

代的带钩上刻绘“长宜子孙” ［１１］１６５的字样。 汉代

的铎上，也刻有“宜子孙” “大吉利” “宜田原”等表

达“利后”思想的铭文［１１］１６６。 汉代铜镜铭文中关

于祈祷高官、子孙昌盛、长生不死的铭文更是比比皆

是，尤其以“长宜子孙”最多，还有“长宜高官”“君宜

高官”“长生宜子”四字铭文。 这反映了当时人们追

求富贵、多子、长寿的思想观念［１２］２９３。
汉代的丝织品上也有类似铭文。 新疆尼雅

９５ＭＮＩ 号墓地 Ｍ８ 墓地断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墓
中发现男尸所穿长袍和裤腿均有“延年益寿长葆子

孙”锦，上衣还有“宜子孙”锦，女尸头枕“千秋万岁

宜子孙”锦枕［１３］ 。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

简牍中，有一木楬上载“二幅细地宜子孙被” ［１４］ 。
这说明“宜子孙”的字样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被广泛

用于制作生活用品的装饰，而这些铭文均明确表达

了“利后”思想。
汉代的玉饰品中也有“利后”思想的文字。 如

青州市马家冢子东汉墓出土的两块有铭文的玉璧

中，其中有一块铭文为“宜子孙” ［１５］ 。 ２００９ 年，安
徽省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个透

雕“长宜子孙”双龙璜形玉佩。 经考古人员推断，推
知墓主为东汉时期的阜陵质王刘延［１６］ 。 这表明

“利后”思想在贵族阶层也普遍存在。 东汉灵帝时

的张迁碑中，也有“既多受祉，永享南山。 干禄无

疆，子子孙孙”的表述［１７］ 。 汉代的简牍、帛书、印章

等多种器物载体上都有“宜子孙”之类的铭文。 总

的说来，铭文背后蕴含着人们希望子孙后人富贵、快
乐、长寿、昌盛等具体愿望，或者笼统概括为希望子

孙吉利。 王子今先生认为，“宜子孙”是秦汉人普遍

的社会愿望［１］ ，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利后”
思想不仅仅表现在“宜子孙”的愿望上，也表现在汉

代人为了有利于后代而所作的种种努力上。

二、汉代“利后”思想流行的社会土壤

“利后”思想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其

最流行的时期是汉代。 西汉任宏对成帝的进言中提

到：“陛下圣德宽仁，敬承祖宗，奉顺神祇，宜蒙福祐

子孙千亿之报。”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曰‘干
禄百福，子孙千亿’。” ［１８］３３３这里的“千亿”是子孙

繁多之意，而画像砖中的“子孙千万”也同为此意。
汉代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利后”思想为社会各阶

层普遍接受，并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
１．汉代的家庭结构是“利后”思想的社会基础

汉代，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位。 尽管也有

大家族的存在，但人们更看重核心家庭，更重视自己

的后代，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幸福。 汉代的家庭结

构里，以夫、妻、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占据相当比重。
核心家庭通常由两代或三代人组成，即由父母和一

对已婚子女组成主干家庭，或由父母、一对已婚子女

及其子女组成主干家庭［１９］ 。 这种情况下，人们关

心自己的核心家庭甚于关心自己的家族，而子孙则

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汉代成书的《仪礼》中，有父

亲为长子服三年丧的礼制要求。 《仪礼·丧服传》
谈到这个问题时解释道：“何以三年也？ 正体于上，
又乃将所传重也。” ［２０］ 之后，逐渐由对长子的重视

延伸到对子女的慈爱。 如陕西米脂县崔家湾贺家沟

砖窑梁出土的画像石中，下格正中置一博山炉，炉左

右各立一妇人，左一小孩坐立于妇人前，伸手拨弄妇

人的袍襟。 右一小孩坐于地上，手举枝条，似在玩

耍［９］７６。 陕西画像石中还有多处关于慈爱儿童的

画面，如米脂县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右门柱画像石，有
两格都刻画着妇女带小孩的画面［９］２２８。 画像石中

对儿童的刻画，显示出了汉代人对后代子孙昌盛的

愿望。
２．汉代的灵魂信仰是“利后”思想的文化基础

“利后”思想的盛行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基础，而
汉代对灵魂的信仰与崇拜为此提供了契机。 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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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去世后灵魂依然存在，并能够对生者产生有

利或有害的影响。 汉代画像石和部分随葬器物是墓

葬主人的后代所制，祭祀者正是自己的后人。 人们

希望先人去世后能够保佑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长

寿、富贵、兴旺。 四川画像砖中，砖铭文常有“恭作

此冢吉后” ［３］１６１的字样。 四川长宁“七个洞”熹平

元年 （ １７２ 年） 崖墓题记也明言 “ 作此冢宜子

孙” ［２１］ ，希望死者灵魂能够保佑后人。 南阳出土的

汉代画像砖也有“作冢常富贵”“千秋万岁”“大富昌

乐未央”“永初七年作冢长富贵” ［２２］ 的铭文。 这些

铭文均明确提出“作冢”能够为后人带来富贵长寿。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１５１ 年）画像石墓题记表述

得更加具体，“魂灵有知，怜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

万年” ［２３］１２６。 这些祝福的文字其实是汉代人对自

己幸福生活的向往，希望死者能够为后代带来富贵，
而祖先的灵魂则是子孙的保护神。 咸阳教育学院出

土东汉永平三年（６０ 年）的朱书陶瓶有“除央去咎，
利后子孙，令死人无适，生人无患” ［２４］ 的铭文。 尽

管汉代人普遍认为死者去世后有灵魂存在，但对灵

魂却有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希望死者的灵魂保佑

后代；另一方面认为生死异路，希望死者的灵魂不要

为祟，伤害后代［２５］ 。 不管哪种态度，都是为子孙后

代考虑，为了有利于后代。
３．汉代的入仕制度是“利后”思想的现实基础

“利后”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希望后代富贵

通达，获封“王侯”是对后世贵显的希望。 汉代采取

军功授爵的方式，普通人通过战功是有可能获得封

侯的。 如 李 广 的 部 下 “ 以 军 功 取 侯 者 数 十

人” ［１８］２４４６。 汉武帝还因言选人，一批出身普通的

布衣学子因勇于进言而轻取富贵，“孝（文） ［武］皇
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
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炫鬻者不可胜

数” ［１８］２９１８。
汉代重视儒学，通过读书通经，同样能够入仕并

获得高位。 如西汉朱买臣家贫，靠卖柴为生，但他爱

好读书，并对妻子说：“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

余矣。 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 ［１８］２７９１后被武

帝赏识，从此入仕贵显。 前述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

像石墓题记中还有“学者高迁宜印绶，治生日进钱

万倍” ［２３］１２７的内容。 汉代画像石中有不少印绶的

刻画，多是表达希望后人从政高迁的意愿。 总的来

说，汉代人因读书入仕，获取高官之位的情况非常普

遍［２６］ 。 因此，汉代通过军功、读书增才、德行突出，
平民都有机会入仕做官，达到贵显的目的。 人们希

望子孙后代富贵、快乐、繁昌，而这些目标是可以通

过入仕来实现的，故而成为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
４．汉代的商业发展是“利后”思想的经济基础

西汉时期，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晁错感叹：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

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

尊也。” ［１８］１１３３西汉的张禹就是通过经商致富的，
“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 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

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 ［１８］３３４９。 东汉时期，
很多人因经商而富有。 如东汉李通“世以货殖著

姓”，吴汉“以贩马自业”。 商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

的价值观念，整个社会以富贵为荣。 而无论自己是

否富贵，人们均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富贵、长寿、快
乐、人丁兴旺。

为了迎合社会的这种主流价值，商品的生产者

也有意在器物上刻上“利后”相关的铭文和图案，以
使商品更加畅销，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东汉乐浪

王盱墓出土的一件漆盘，铭文云：“永平十二年，蜀
郡西工。 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 卢氏作。 宜子

孙，牢。” ［２７］铜镜上铭刻的吉祥文字是为便于销售

而做。 如一块延熹九年（１６６ 年）的兽钮铜镜铭文即

有“买者长命宜子孙” ［２８］字样。 南阳市博物馆藏延

熹十年圆钮铜镜上隶书铭文：“位至三公，长乐未

央，子孙千人出南阳兮。” ［２９］ 东汉中期以后，纪年、
纪氏、纪地铭辞及宣传铜镜的铭辞如“君宜高官”
“长宜子孙” “位至三公”镜铭也十分流行［１２］２９３。
可以看出，汉代铜镜上的“利后”刻绘铭文与汉代商

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不仅铜镜，汉代的刀剑上也

有类似的铭文，如“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

吉羊宜子孙” ［３０］ 。 上文所提到的带有“利后”铭文

的丝织品、玉璧、带钩、博山炉等器物，许多也是作为

商品出现的。

三、“利后”行为的实践方式与影响

１．“利后”行为的实践方式

为了达到“利后”的目的，汉代人不仅通过修建

墓冢、妥善安葬死者来保佑后代，还通过祭祀、辟邪、
谨言慎行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一是祭祀。 汉代人认为，通过祭祀等活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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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保佑后人的作用。 西汉宣帝时，阴子方“腊日

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 家有黄羊，因以祀

之。 自是已后，暴至巨富” ［３１］１１３３，至东汉阴识，三
世而遂繁昌。 不仅普通人家如此，皇室也是这样。
成帝久无继嗣时，皇太后在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忧

虑：“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
甚悼焉。”她认为是祭祀的缘故，因为汉武帝时期

“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故能“飨国长久，
子孙蕃滋” ［１８］１２５９，所以她主张恢复甘泉泰畤、汾阴

后土的祭祀。
二是修建墓冢。 汉代人认为，墓地选择适宜，会

对后人有利。 因此，东汉的风水选墓思想盛行。
《太平经》中的《葬宅诀》提到，通过选墓，可以达到

“利后子孙，万世相传” ［３２］ 的目的。 东汉袁安父亲

去世后，“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
安为言其故，生乃提一处，云 ‘葬此地，当世为上

公’。 须臾不见，安异之。 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
累世隆盛焉” ［３１］１５２２。 可见，在汉代人看来，为先人

选择适宜的墓地会直接影响子孙后代能否昌盛。
三是辟邪。 汉代人认为，辟邪不仅能够达到趋

吉避凶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对后代发展有利的方

法。 他们相信祖先灵魂能够保持不灭，可以持续保

佑子孙后代免受厄运和灾难的侵袭。 腊八节使用苇

茭辟邪的习俗就是最好的佐证。 东汉应劭解释说：
“故用苇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
茭者，交易，阴阳代兴也。” ［３３］用苇茭来辟邪的主要

目的是使子孙昌盛。
四是谨言慎行。 谨言慎行是人们通过约束自身

的言语和行动，既不发表有悖于法律、伦理、宗教的

不当言论，也不做出有危害国家统治的违法行为。
汉代人认为，谨言慎行能够起到趋吉避凶的作用，否
则一旦不小心触犯相关法律，容易招致“满门抄斩”
和“诛九族”等对后代不利的严重后果。 西汉末年，
李寻劝大司马刘根隐退避祸，“诚必行之，凶灾销

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 ［１８］３１８２。 通过自身的谨

言慎行造福后代，是汉代人行为处事时要考虑的重

要因素。
２．汉代的“利后”思想与国家治理

汉代人基于对后代的关心而产生的种种“利

后”行为，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追求，在客观上有利于

促进国家统治与社会发展。 汉代“利后”思想与统

治者以孝治国的理念既对立又统一。 汉代实行以孝

治国的基本方略，子女孝养父母是被普遍认同的道

德观念。 尽管儒家提倡父慈子孝，但子女对父母只

有单方面的道德义务，父母对待子女却并没有被国

家重视，甚至父亲可以随意处置子女。 如金日 发

现自己的长子“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 ［１８］２９６０，便
把儿子杀死，获得了汉武帝的敬重。 汉代甚至还出

现了“郭巨埋儿”的故事，说明对父母尽孝是为人子

嗣的首要任务，杀死自己的儿子不仅不会被追究法

律责任，甚至被人们视为“孝子”与“忠臣”。
父母对子女虽然没有任何法定义务，但父母对

后代子孙的关心则是人之常情。 南阳东关许阿瞿画

像石铭文表达了父母对儿子夭折的痛苦心情：“永
与家绝，岂复望颜。” ［３４］ 这种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在

正史当中很少被描述，但这恰恰反映了民间的真实

情况。 “利后”类铭文的出现，则把父母对后世的期

望直接表达出来。 在肩水金关汉简中，有一木牍上

书写“视长孙病” ［３５］ 的字样，应该是祖父看望生病

的长孙，作为通关时的凭证。 相反，如果后人生活不

幸或子嗣断绝，则被认为是一种灾祸。 如吕后杀韩

信，夷其三族，班固认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

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
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 ［３６］后世不断绝，祖先受到

后人的不断祭祀，是理想的状况，大到皇室贵族，小
到平民百姓，都是如此。 因此，“利后”思想与孝道

观念在子孙繁昌这方面是统一的。 至于希望后人幸

福、看重后代的“情”，又同孝敬长辈这种“义”产生

了错位，表明汉代倡导的以孝治国的主导价值观与

流行于民间的“利后”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国家制

度和民间习俗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结　 语

汉代“利后”思想不仅出现在画像砖石铭文中，
也出现在洗、铎、博山炉、带钩、印章等日常生活用具

上。 汉代“利后”相关铭文的载体大多为画像砖和

实用物品、随葬品等小件物品。 正是由于画像砖和

小件物品价格低廉，因此能够为普通百姓所拥有。
这表明了“利后”思想在汉代确已成为人们普遍认

同的价值观念。 除了直白的希望后代子孙吉利的铭

文表达外，还有一些画像图案也含蓄地表达了这种

思想，如鱼的图案代表富裕，羊的图案代表吉祥，龙
虎能带来财利，鸟雀和猿猴谐音爵位和封侯，代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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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利后”思想不仅是汉代人价值观念的体现，反
映了汉代人追求幸福的渴望，同时也是汉代人行为

处事所遵循的原则。 这种思想在汉代以后持续流

行，直到今日仍然是百姓追求幸福的主要方向，这也

显示出汉代是中国人核心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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